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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誘因機制與組織績效：  

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 
 

李伶珠*、劉毅馨**、孔憲成*** 

 

摘 要 

本研究依據代理理論與競賽理論，探討多重誘因機制對組織績效的影響。

首先利用分析性模型推導，預測當個人或團體的績效誘因愈高，營業單位的經

營績效愈好；當風險程度越高時，員工努力後獲得酬勞的不確定性增加，則會

降低員工努力的意願與營業單位的經營績效。其次，當公司同時採用個人績效

誘因、團體績效誘因與升遷誘因時，三種酬勞誘因彼此具有抵換關係。當工作

特性較需要團隊合作時，應提高團體績效誘因，降低升遷誘因。本文利用一家

大型汽車公司所提供的2001年至2004年間的營業單位財務績效、員工績效及酬

勞資料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支持個人或團體績效誘因越高，及酬勞風險越

低，越有利於提高組織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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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Incentives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naly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Lee, Ling-Chu*, Liu, Yi-Hsin**, and Kung, Shian-Che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agency theory and tournament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ffect of 

multiple incentives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First, an analytical model is derived 
to predict that better individual performance-based incentives or group performance-
based incentives yield superior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risk, 
the uncertainty of an employee’s reward compensation increases, therefore reducing the 
willingness of the employee’s devotion and consequently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Second, when a company employs individual performance-based incentives, group 
performance-based incentives, and promotion incentives simultaneously, these three 
incentives have a tradeoff relationship among each other. If a job requires teamwork to 
succeed, then group performance-based incentives should be enhanced, while promotion 
incentives should be reduced. In the empirical study, this paper utilizes data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employee performance, and compensation data of a big automobile 
corporation during the period 2001-2004.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ncreases with individual performance-based incentives or 
group performance-based incentives and decreases with risk in reward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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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下，如何爭取優質人才，並適當激勵他們，成為企業

致勝的關鍵因素。在人才競爭中，酬勞誘因設計不但攸關員工的篩選，同時也

影響員工進入公司後的努力水準，兩者皆對組織績效有重要影響(Ho, Lee, and 

Wu, 2009; Lazear, 2000)。在酬勞誘因設計的研究方面，主要理論基礎可分為代

理理論(agency theory)或競賽理論(tournament theory)等二大學派。 

在代理理論方面，Holmstrom(1979)利用代理理論模型說明，透過緊密連結

員工的績效與酬勞，讓主理人(雇主)與代理人(員工)目標趨於一致。然而，依據

Cowherd and Levine(1992)、Lazear(1986)與 Prendergast(1999)的觀察，實務上基

於資訊取得成本高昂或不具備合適的績效衡量指標，使得企業不一定能依據績

效高低給付酬勞，與傳統代理理論所強調的依邊際生產力給付酬勞的方式有所

差異。 

在競賽理論方面，一開始是源自一個有趣的實務觀察。Lazear(1999)指出員

工酬勞設計通常在升遷點上會有不連續的跳躍點(jump)，傳統代理理論對於這種

不連續的酬勞跳躍點，無法提供合理的解釋。例如，當員工由副總經理升遷為

總經理時，他的薪酬水準躍升三倍，很難令人相信他的生產力也同步三倍成

長。由 Lazear and Rosen(1981)原創的競賽理論，利用員工同事間的競爭，讓升

遷競賽中的贏家(獲得升遷者)獲得較高薪酬，贏家與輸家間的薪酬差距即為升遷

競賽中的誘因(以下簡稱升遷誘因)。Milgrom and Roberts(1992)更指出，當公司

對於員工的絕對績效難以評估時，升遷誘因是唯一可行的誘因機制。 

過去三十年來，這二大主流的學術研究都成果豐碩，也作了相當多的延伸

與應用。然而，多數研究以單一誘因機制與績效的關連性為主軸，與企業同時

運用多重誘因的實務有些不同。例如 Banker, Lee, and Potter(1996)、Banker, 

Lee, Potter, and Srinivasan(2001)、Ho et al.(2009)、Lazear(2000)等研究，只探討

績效酬勞誘因(以下簡稱績效誘因)，未考量升遷誘因在酬勞契約中的角色；而

Bognanno(2001) 、 Campbell(2008) 、 Eriksson(1999) 、 Kale, Reis, and 

Venkateswaran(2009)、O’Reilly, Main, and Crystal(1988)、李伶珠(200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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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單驥與吳玉瑩(2004)等研究，則只侷限於升遷誘因之探討，未涉及績效誘因之

分析。 

Prendergast(1999)認為除了績效誘因之外，升遷誘因在實務上相當普遍，但

在實證研究上卻未受到應有的注意。Gibbs(1995)也認為企業並不需要面對「績

效誘因」與「升遷誘因」二者擇一的問題，相反的，多重誘因不但可兩者並

存，彼此具有相輔相成的功能，因此，本文同時涵蓋多重誘因機制(包括個人績

效誘因、團體績效誘因與升遷誘因)與組織績效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以 Drago and Garvey(1998)、Gibbs(1995)、Lazear(1989)及 Lazear and 

Rosen (1981)等理論模型基礎，配合個案公司之實地情境，推導待檢定之研究假

說。其次，採用實地實證研究法(field empirical study)，利用個案公司所提供

2001 至 2004 年 86 家營業所及 90 家維修保養廠的相關資料，進行實證分析。  

在分析性模型推導方面，預測當績效誘因愈高，營業單位的經營績效愈好；

當經營風險程度越高時，即員工投入努力後獲得酬勞的不確定性增加，則會降低

員工努力的意願與營業單位績效。其次，當公司同時採用個人績效誘因、團體績

效誘因與升遷誘因時，三種酬勞誘因彼此具有抵換關係，意涵組織在升遷機率改

變時(例如，組織調整更扁平化，使升遷機率下降)時，需調整績效誘因之強度，

以維持員工相同的激勵因子。另外，當工作越需要團隊合作時，應提高團體績效

誘因或降低升遷誘因，以提高員工協助同事的意願及組織績效。 

  在實證研究方面，結果支持在員工工作獨立的情況下，個人績效誘因愈

高，營業單位之經營績效愈好；在員工工作合作的情況下，團體績效誘因愈

高，營業單位之經營績效愈好。在環境特性方面，不論營業單位的員工工作性

質是獨立或合作，營業收入變異程度愈大代表員工努力後獲得酬勞的不確定性

增加，降低員工努力的意願與營業單位績效。 

過去文獻多數從績效誘因或升遷誘因單一面向切入探討，忽略企業同時採

行多重誘因的實務現況 (Bonner, Hastie, Sprinkle, and Young, 2000; Ederhof, 

2011)。本研究同時將個人績效誘因、團體績效誘因、與升遷誘因納入理論模

型，並利用個案公司所提供的實際資料驗證酬勞誘因與營業單位績效間之關

係，使誘因對經營績效影響的分析更完整。在研究對象方面，本文聚焦於中低

階層員工，有別於過去文獻以高階經理人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例如，陳明園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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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慧，2004；蔡柳卿，2006)，補充現有文獻對中低階層員工酬勞誘因機制瞭解

之不足。此外，酬勞誘因不僅影響員工個人的努力程度，同時也影響協助同事

的意願，若未考量團隊合作上的需求，很可能造成員工的反功能行為。例如團

體績效誘因雖有利於合作，卻會誘使員工有搭便車的行為；升遷誘因雖可激勵

員工努力，卻有害員工彼此合作的意願。本研究探討工作中的團隊合作程度對

多重酬勞誘因設計的影響，供實務界在制定員工酬勞誘因之參考依據。 

本研究第 2 節為文獻回顧，第 3 節結合代理理論與競賽理論模型進行模式

推導，並據以發展假說；第 4 節詳細說明研究方法；第 5 節報導實證結果與分

析；最後則為結論。 

 

貳、文獻回顧 

學術上對於酬勞誘因的研究可概分代理理論與競賽理論等二大學派。在代

理理論方面，Holmstrom(1979)利用代理理論模型主張企業應將員工的績效與酬

勞進行連結，引導代理人(員工)與主理人(雇主)目標一致性。其中，績效衡量可

進一步區分以個人績效或團體績效為酬勞計算的基準。若要以個人績效為酬勞

發放的基準，必須是個人產出可以衡量。研究調查發現少於 10%的酬勞計畫是

以個人為基準，多數工作都是以團隊方式進行，使得團體績效的衡量成本較個

人績效低，在衡量正確性上也較高(Zenger and Marshall, 1995)。除了衡量成本上

的考量，以團體績效來給與酬勞，可引導員工協助其他同事，進而促進團隊合

作與知識外溢等優點；然而，團體績效誘因卻也可能讓某些成員只想搭便車，

不想付出努力的疑慮。當團體成員人數愈大，搭便車的問題愈嚴重(Kandel and 

Lazear, 1992; Nalbantian and Schotter, 1997)。 

對員工而言，以績效誘因作為激勵工具，有助於提升個人績效及酬勞；對

雇主而言，雖需負擔較高的酬勞成本，但可帶來組織績效的提升。支持提高績

效與酬勞關連的文獻，如 Bailey, Brown, and Cocco(1998)、Banker et al.(2001)、

Ho et al.(2009)、Kahn and Sherer(1990)、Lazear(2000)、Sprinkle(2000)等研究中均

發現，績效誘因同時具有篩選(screening)與激勵(incentive)的功能，不但有利於當

期績效的提升，也有利於長期績效的改善。然而，也有許多學者對績效誘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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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種質疑，包括 Barkema and Gomez-Mejia(1998)、Bonner et al.(2000)、Bonner 

and Sprinkle(2002)、Jensen and Murphy(1990)、Prendergast and Topel(1993)與 Zhou 

and Swan(2003)卻發現，績效與酬勞間的關連性，並不如代理理論預期般高。 

在競賽理論方面，最早是由 Lazear and Rosen(1981)所提出當員工在升遷競

賽中，各階層的薪酬差距越大時，員工為了爭取獲勝的機會，會投入越高的努

力水準，有助於提升組織績效。特別是對於階層式組織，其薪酬設計隨著員工

在組織中的階層越高，越能獲得高額的薪酬。Milgrom and Roberts(1992)更指

出，當公司對於員工的絕對績效難以評估時，升遷是唯一可行的誘因機制。 

代理理論與競賽理論共同的主張是，為了激勵員工投入更多的努力，誘因

機制的設計需與員工的績效進行連結，而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代理理論只強

調誘因效果，而升遷競賽除了有誘因效果之外，還強調工作職務的配適效果1。

此外，競賽理論與代理理論中的相對績效評估2同樣具有「濾除共同不確定風

險」之優點，競賽理論還具備二項特點：第一，競賽理論對於實務上普遍可見

的升遷誘因更具解釋力，主張拔擢表現較傑出的人為主管，同時具職務配適與

激勵的功能；而相對績效評估對於同事間競爭的探討，著墨較多，較不強調職

務配適的功能；第二，競賽理論最大的優點在於，無需衡量員工與其對手之邊

際生產力，只需將員工的績效作簡單的排序並給與不同的酬勞，即具激勵效

果，因而大幅降低衡量成本。 

各種誘因制度各有其優缺點。以個人作為績效衡量與酬勞基準者，可有效

激勵個人努力，卻可能削弱員工合作意願(Drago and Garvey, 1998)；以團體作為

                                                       
1 會計文獻對於升遷誘因的探討，幾乎都聚焦於誘因功能(如 Campbell, 2008; Cichello, 

Fee, Hadlock, and Sonti, 2009; Ederhof, 2011)，有關職務配適功能，可進一步參考

Grabner and Moers(2013)與李伶珠(2013)的研究。職務配適主要是強調，獲得升遷者能

否勝任升遷後的新職務，Grabner and Moers(2013)主張，當升遷前後的工作屬性差異大

(例如，若升遷前是技術工作，升遷後是技術管理工作，兩者屬性差異較小；升遷前是

技術工作，升遷後是行政管理工作，兩者屬性差異較大)，在升遷決策中，目前績效較

不重要，而新職位的勝任能力較重要。 
2 依據 Holmstrom(1979, 1982)之資訊性原則(the Informativeness Principle)，凡是可提供績

效的相關訊息者皆應納入酬勞契約中，最典型的應用即是採用相對績效評估。相對績

效評估主張：當代理人間若無共同的不確定風險，強迫其相互競爭是不具價值(Antle 
and Smith, 1986; Matsumura and Shi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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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衡量與酬勞基準者，可提高員工彼此合作的意願，卻可能誘使員工有搭便

車(free riding)的行為(Baron and Kreps, 1999; Lazear, 1998; Wageman and Baker, 

1997)；升遷誘因以競賽排序作為酬勞基準，雖可大幅降低衡量成本、濾除共同

風險，卻也迫使員工持不合作的態度(Baron and Kreps, 1999; Henderson and 

Fredrickson, 2001; Lazear, 1989)。當同事在升遷競賽上衍生的內耗成本過大時，

對組織帶來的傷害恐怕就超過其利益；相對而言，團體績效誘因則具有引導員

工互助合作的功能。 

綜上所述，企業在設計誘因時，應利用個人績效誘因、團體績效誘因、與

升遷誘因等多重誘因，讓員工能既投入有利於自己績效的努力，又願意協助同

事。是以讓員工彼此既競爭又合作，以求組織整體績效最大化，成為酬勞誘因

設計最重要的課題。 

 

參、理論模式與假說發展 

本研究依據 Drago and Garvey(1998)、Gibbs(1995)、Lazear(1989)及 Lazear 

and Rosen(1981)等理論模型，配合個案公司的情境，分別推導員工努力水準及公

司酬勞契約機制，以建立實證假說。 

一、在不同工作特性下，多重誘因對組織績效的影響 

假設公司有二種員工職位，分別為經理與職員。u 及 v 為二位完全相同的職

員，期末由雇主依據績效決定其中一位升遷為經理，另一位則留任原職，不考

慮經理職位未出缺而無人升遷或二人同時升遷的情況。 

公司的誘因計畫包括績效誘因及升遷誘因二部份，雇主在競賽前即決定績

效誘因及升遷誘因獎項。績效誘因同時包括個人與團體績效誘因，二者主要差

異在於：個人績效誘因完全取決於個人績效(yu 或 yv)，每增加一單位產出，給與

個人績效誘因 b；團體績效誘因則依據團體績效 (yu＋yv) 提撥一分享比率

r(sharing rate)給與員工作為酬勞的一部分。依據 Scott and Tiessen(1999)的研究結

果顯示：當團體績效酬勞占總酬勞比重高時，則團隊績效會明顯較好。Drake, 

Haka, and Ravenscroft(1999)與 Wageman and Baker(1997)研究結果均發現，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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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績效誘因制度下，會提高員工彼此合作的意願。升遷誘因來自升遷經理者可

獲得獎項 MW ，留任原職的職員則為 BW ，且假設 MW > BW 。換言之， BW 是不論

經理或職員都可獲得的基本薪資，( MW - BW )則是經理因升遷而獲得的額外加

薪。具體而言，員工 u 之總酬勞來自三部分：個人績效酬勞 uby (即個人績效誘

因b 乘上個人績效 uy )、團體績效酬勞 )( vu yyr  (即團體績效誘因 r 乘上團體績

效 )( vu yy  )、與升遷誘因 BuMu WPWP )1(  ，其中 uP 代表職員 u 之勝出機

率，同理可得職員 v 之酬勞。 

援用 Drago and Garvey(1998)與 Lazear(1989)模型設定，職員的產出受到個

人的努力 s、協助同事的努力 a 、協助同事對產出的影響程度 及隨機干擾項
等的影響，假設 0, as ， 10   。其中 ua 及 va 表示為協助同事的努力，例

如： ua 為職員 u 協助職員 v 所投入的努力。職員知道自己的努力程度 s、來自同

事的協助 a 及產出 y ，而雇主只能觀察到產出 y ，但無法分辨產出是來自職員個

人努力、同事的協助或是受隨機因素 之影響(Rob and Zemsky, 2002)。假設職員

產出績效如下3： 

  jii asy   其中 ji, =u 或 v； ji  ……………………..(1) 

is 表示職員 i 的個人努力， 

 代表協助同事對產出的影響程度， 

ja 表示職員 j 對 i 的協助， 

 表示隨機干擾項，假設 ),0(~ 2 N 。 

當 10   時，則反映 us 與 va 在同樣一單位的努力下， us 對職員 u 產出的

影響大於 va 對職員 u 產出的影響，隨著 增加， va 對職員 u 產出的影響程度遞

增。當 趨近於 0，其工作性質對職員彼此合作的需求愈不重要；反之，當 趨

近於 1，來自同事的協助對職員產出及組織績效提昇幅度愈大，職員彼此合作愈

重要。在本模式中， 是反映協助同事對產出的影響程度，主要是受該工作性

質與公司在工作設計上的影響，而非職員的選擇變數，因此，本文未假設增加

                                                       
3 Lazear(1989)以「幫倒忙」或破壞同事績效來解釋同事的努力。 a 意指為了競爭而暗中

破壞對手績效的行動(sabotage)，或者在工作性質需彼此合作時，不給與對手適當的協

助，暗中設立合作之障礙，以致降低對手績效，此時，   jii asy ，即同事幫倒

忙將越降低產出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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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助於生產力之提昇。 

升遷機率 iP為職員 i 在競賽中的勝出機率，則 0



i

i

s

P
且 0




i

i

a

P
。以 u 為例

說明，u 勝出的機率 uP 受 us 、 ua 及 等三個因素影響：第一，個人努力 us 程度

愈高，勝出的機會愈大，即 0



u

u

s

P
；第二，u 對 v 的協助 ua 愈高，則 v 的績效

愈好，是以 u 勝出的機會就愈小，即 0



u

u

a

P
；第三，受隨機干擾項 的影響。

同理，v 勝出的機率亦受 vs 、 va 及 的影響。令 uv   且 F 表示累積機率

密度函數。職員 u 的升遷機率 uP 列示如下： 

)(

)(Pr

)(Pr

uvvu

vuvuvu

vuu

asasF

asas

yyP








………………………….…(2) 

假設 u 與 v 是 i.i.d，故 )2,0(~ 2 N 。 

為突顯不同酬勞誘因對職員努力(績效)之影響，本文不考量傳統代理理論中

主理人與代理人間風險分攤的問題，假設勞動市場為完全競爭且自由進出之市

場，代理人為風險中立者。 

職員的成本函數4為 2
2
12

2
1),( asasC  ，即職員努力的負效用受自己努力

及協助別人所投入努力的高低所影響。 

如同標準代理理論模型，假設其效用函數具有個別可加性 (additively 

separable)，包括貨幣性酬勞 BiMijii WPWPyyrby )1()(  及努力的負效用成

本 ),( asC 。職員為極大化其預期效用，需選擇最適的努力程度 ＊s 與 ＊a 。在此

效用函數假設下，酬勞契約是職員唯一的誘因來源。雖然，在現實的世界中，

仍可能存在許多其他貨幣性誘因(如勞動市場)或非貨幣化誘因(罪惡感、滿足感

與成就感等)。 

由於 u 與 v 為完全一樣的職員，因此以下分析以職員 u 為分析對象，同理

                                                       
4 本文依循 Feltham and Xie(1994)對於代理人的努力成本之假設，即不同努力具有獨立

相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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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知職員 v。由產出   vuu asy 及 E( )=0，可得職員效用極大化的目標

式如下： 

 

])()()()([

),()1()()(

22
2
1

,

,,

uuBBMuuvvuvu
as

uuBuMuvuu
as

u
as

asWWWPasasrasbMax

asCWPWPyyrybMaxUMax







………………………………...………………………………...(3) 

s.t.  0us  , 0ua 5 ， 

採用 Karush-Kuhn-Tucker 條件，可求得職員 u 效用極大化時的個人及協助

同事的努力水準 *us 及 *ua ， 

)(* BM
u

u
u WW

s

P
rbs 




 ………………………………...……(4) 

)(* BM
u

u
u WW

a

P
ra 




  …………………………...…………(5) 

式(4)說明最適個人努力 *us 受績效酬勞之個人績效誘因 b、團體績效誘因 r

及升遷誘因 )( BM
u

u WW
s

P





影響6。 

式(5)說明最佳協助同事努力 *ua 隨團體績效誘因 r 的遞增而上升，意指當

團體績效誘因越高時，員工越有彼此合作的動機；而 *ua 因協助同事不利於自

                                                       
5 依據 Gibbs(1995, 252)之假設，升遷機率 P 為非凹函數(非 concave)，即 0

2

2





x

P
，

asx , 。此外，為了極大化員工效用的充分條件為二階偏導數小於零，即

01)(2

2

2

2









BM

u

u

u

u WW
s

P

s

U
與 01)(

2

2

2

2









BM

u

u

u

u WW
a

P

a

U
。 是 以 ，

)(

1
0 2

2

BMu

u

WWs

P







 且
)(

1
0 2

2

BMu

u

WWa

P







 成立。此一條件意涵，升遷機率不會

出現「努力報酬遞增」太大的情況。 

6 需關心的是每增加一單位努力對升遷機率的影響，即邊際升遷機率
s

P




與
a

P




，而不

是升遷機率(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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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升遷(即 0



u

u

a

P
)或隨著升遷前後的酬勞差距 )( BM WW  越大時，會降低幫助同

事的可能性。綜合而論，當公司需要員工彼此合作的程度越高，應提高團體績

效誘因或降低升遷誘因。 

其次，需注意當酬勞誘因中不包括團體績效誘因(即 0r )時，式(5)可改寫

成 )(* BM
u

u
u WW

a

P
a 




 。由於 0



u

u

a

P
且 0)(  BM WW ，使得 0*ua 。又

為了同時滿足 0ua 之限制， 0* ua 為唯一解。換言之，在缺乏團體績效誘因

的情況下，職員協助同事程度愈高，愈有利於競爭對手的升遷，因此，職員最

佳的選擇行動是不協助同事(即 0*ua )，如此也就有違工作設計中，工作需職員

彼此合作的原意。當公司的工作設計希望職員能彼此合作，即 0* ua ，則需設

定夠高的團體績效誘因，以彌補因升遷競賽而削弱彼此合作的誘因7。 

由於在 Nash-Cournot 均衡下，兩位同質競賽者會依據對手最適努力水準作

出反應，最後，在均衡時會選擇相同水準的個人努力與協助同事的努力，即

** vu ss  且 ** vu aa  ，將式(4)與式(5)代入   vuu asy 可得職員 u 在極大

化效用時的期望產出： 

 BM
u

u

u

u
uuvu WW

a

P

s

P
rrbasas 















  2**** (…..(6) 

同理，可得職員 v 在極大化效用時的產出期望值。 

如前所述，本文假設職員的產出除了受個人努力 s的影響外，還受同事協助

a 之影響，而產出受同事協助影響的程度則與 的大小有關。當 0 則表示同

事協助努力與職員績效無關，屬職員工作彼此獨立的情況；當 10   時，則

表示在職員工作彼此合作的情況。 

                                                       
7 推導過程說明如下：在有團體績效誘因的情況下(即 0r )，將後面的式(8)及式(9)代

入 式 (5) ， 可 得 



rWWa BMu  )(

2
* 。 因 此 ， 0* ua 的 條 件 為

2

)( BM WW
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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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職員工作彼此獨立的情況下(即 0 )，職員效用極大化時的期望產

出 ** sy  ，因此對 *s 進行靜態分析之結果與對 *** asy  進行靜態分析之結

果無異；而在職員工作彼此合作的情況下 (即 10   )，則需分別對 *s 、 *a

與期望產出( *** asy  )進行靜態分析。  

首先對個人績效誘因 b 進行靜態分析。個人績效誘因 b 係屬絕對績效誘

因，酬勞金額的多寡與職員努力的邊際貢獻有關，與競爭者的績效無關。在職

員 工 作 彼 此 獨 立 的 情 況 下 ( 即 0 ) ， 對 式 (6) 做 靜 態 分 析 可 得

01
**)*(









b

s

b

as 
，代表當 b 愈高，則職員最適的努力愈高，有助於職員

工作彼此獨立時組織績效之提昇。 

個案公司營業所員工以汽車銷售為主要業務，員工各自經營個人的銷售客

群，業績成敗亦各自負擔，除了所長給與之必要的行政支援外，員工彼此相互

協助支援的程度相當低，傾向獨立作業的工作性質。如同 Rob and Zemsky 

(2002)所述，銷售人員的產出主要是依據個人努力，無需仰賴彼此合作。依據上

述的推導結果，本研究提出假說一如下：  

 

假說一：當員工工作彼此獨立，個人績效誘因愈高，營業單位的經營績效愈好。 

 

由於個案公司汽車維修廠的員工以汽車維修與保養為主要業務，員工共用

維修之機器設備。汽車修護除了維修品質外，符合與客戶約定之交件截止期亦

是決定客戶滿意度的重要指標，而要符合客戶所指定交件截止期，需有三大要

件，員工維修時間、維修零件與維修設備三者齊備。由於維修廠之工作需員工

彼此支援維修時間、協調維修零件領用與協商維修設備的使用優先順序，因

此，其工作性質傾向需彼此合作。 

就公司的立場而言，維修保養廠的員工合作有利於達成營業單位績效的提

昇，然而，就員工的立場而言，則需拿捏同事間合作與競爭之分寸。在合作方

面，廠內員工需彼此合作、相互支援，才能提高維修品質與交車速度，進而提

高該廠的獲利；在競爭方面，當公司希望拔擢一位員工為區域經理時，區域內

的各廠長即為升遷競賽中的競爭者，同樣的，當廠長希望拔擢一位員工為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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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或者課長時，基層的技師即為升遷競賽中的競爭者。即使無升遷上的考量，

廠長在依據考績發放獎金時，績優與績差者所領到的獎金不同，也會促使廠內

員工彼此競爭。 

在職員工作彼此合作的情況下(即 10   )，將式(4)～式(6)對個人績效誘

因作靜態分析，可得 01
*





b

s
； 0

*





b

a
； 01

*)*(




b

as 
，代表當職員

工作需彼此合作時，個人績效誘因愈高，則職員最適的個人努力程度愈高，有

助於營業單位績效之提昇。由於個案公司表示：雖然個人績效誘因具有激勵職

員的效果，然而對於汽車維修廠的職員績效而言，蒐集每位職員個人績效困

難，使得績效衡量成本太大，無法依個人績效給與酬勞。因此，在職員工作彼

此合作的情況下，個人績效誘因對職員努力與期望產出之影響，僅止於模式分

析，不作實證分析。 

除了個人績效誘因外，績效酬勞亦可以團體績效作為計算與給付基準，不

同之處在於，個人績效誘因與同事績效無關，而團體績效誘因隨著同事績效的

增加而上升。 

就團體績效誘因而言，在職員工作彼此獨立的情況下(即 0 )，對式(6)作

靜態分析，可得 01
**)*(









r

s

r

as 
，代表當團體績效誘因 r 愈高，則職員

最適的個人努力程度愈高，可提高職員工作彼此獨立營業單位之績效。由於訪

談後個案公司表示，汽車銷售多以業務人員之個人績效作為酬勞基準，並無團

體績效獎金，因此，團體績效酬勞對個案公司員工工作彼此獨立的營業單位而

言，無法進行實證研究。 

在職員工作彼此合作的情況下(即 10   )，將式(4)～式(6)對團體績效酬勞 r

進行靜態分析，可發現 01
*





r

s
； 0

*



 

r

a
； 01

*)*( 2 

 
r

as
。

此結果顯示：當酬勞誘因中加入團體績效誘因可同時增加個人努力與協助同事

努力，進而提昇整體的績效。此一結果與 Wageman and Baker(1997)的分析一

致，當工作具有相依性(task interdependence)時，則合作之價值較高，採用彼此

關連的酬勞制度的績效最好。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說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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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二：當員工工作彼此需合作，團體績效誘因愈高，營業單位的經營績效愈好。 

 

假說一與假說二有關個人績效誘因與團體績效酬勞的理論分析，主要係依

循代理理論的精神；而假說三與假說四，探討升遷誘因對職員努力的選擇，則

源自競賽理論模式。 

在分析升遷誘因對職員最適努力的選擇前，先說明個人努力與協助努力對

升遷機率的影響。當職員 u 的產出較職員 v 高時，職員 u 可獲得升遷的機會也

較高。同理，職員 v 也面臨相同努力選擇的問題。如前所述，在 Nash-Cournot

均衡下，兩位同質競賽者在均衡時會選擇相同水準的個人努力與協助同事的努

力，即 vu ss  且 vu aa  ，代入式(2)後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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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2,0(~ 2 N ，故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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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式(7)、式(8)與式(9)代入式(6)，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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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式(10)進行靜態分析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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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職 員 工 作 彼 此 獨 立 的 情 況 下 ( 0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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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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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在其他情況不變下，當 σ 愈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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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當隨機因素變動愈高，則職員最適的努力程度愈低，因而降低營業單位之經

營績效。換句話說，當隨機因素的影響太大，職員努力不一定可獲得好成果，

預期職員努力的動力會下降，使營業單位績效受到負面影響。 

個案公司的營業所分布全省各地，營業所經營風險除了受整體經濟環境之

影響，亦受當地同車系的競爭經銷商或競爭車系的經銷商之職員素質、經銷商

家數、行銷策略、及新車發表等因素之影響。例如，在花蓮地區，競爭之經銷

商非常少，銷售狀況相對穩定；而經銷商林立的台北地區，則易受競爭者各種

策略行動之影響。依循 Eriksson (1999)對於風險因素的衡量方式，本文以各營業

單位之營業收入變異程度來衡量風險因素。依據上述的推導結果，本研究提出

假說三如下： 

 

假說三：當員工工作彼此獨立，營業收入變異程度愈大，營業單位之經營績效

愈差。 

 

在 職 員 工 作 彼 此 合 作 的 情 況 下 ( 10   ) ，

0
2

)1)((*)*(
2

2












 BM WWas

，顯示在其他情況不變下，當 σ 愈大，代

表職員在投入努力後獲得酬勞的不確定性升高後，則會降低營業單位之經營績

效。個案公司的維修廠之競爭更甚於營業所，除了同樣受整體經濟環境、同車

系的競爭維修廠或同公司的其他維修廠之影響，更飽受到處林立的中小型維修

廠的威脅，使得維修廠要面對總體經濟環境與各種競爭情況下之不確定性情

境。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說四如下： 

 

假說四：當員工工作彼此需合作，營業收入變異程度愈大，營業單位之經營績

效愈差。 

二、公司酬勞結構設計 

公司在酬勞結構設計時，在考量理性限制式(rationality constraint，簡稱 RC)與

誘因限制式(incentive constraint，簡稱 IC)前提下，需決定一組最適個人績效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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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團體績效誘因 r、酬勞差異 MW - BW 與基本薪資 BW ，以追求公司利潤極大化。

假設公司之產出的單位價值設為 1，公司對於酬勞結構設計之選擇可表示為： 

   BBM
WWrb

WWWPyrbyyMax
BM




2
,,

 …………………..….(12) 

  0)(2.. wWWWPrybyts BBM  …………………..…...(RC) 

 )()1(2maxarg),( 2
2
12

2
1

,
asWPPWrybyas BM

as
 …(IC) 

(12)式中的第一個限制式為理性限制式(RC)，代表員工工作所獲得之期望酬

勞應不低於保留效用或選擇其他工作的機會成本，否則員工會離職求去。第二

個限制式為誘因限制式(IC)，意指員工會選擇最適個人努力與協助努力，使其個

人效用極大化。援用 Holmstrom (1979)之模式，一般都設定理性限制式是等式成

立，亦即員工只能收到保留效用 0w ，因此理性限制式可改寫成： 

0)1(2 wWPPWryby BM  ………………….………………(13) 

將員工的個人與協助同事努力之反應函數式(4)與式(5)代入式(12)後，公司

利潤極大化的目標式可化簡為無限制式的最適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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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式(14)分別對b 、 r與 )( BM WW  微分，可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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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5)～式(17)顯示，從誘因對公司利潤的影響來看，個人績效誘因b 、團

體績效誘因 r及升遷誘因 )( BM WW  增加，則皆有助於利潤提升。另外，對個人

績效誘因b 而言，利潤增幅不受員工合作的程度 之影響。而對團體績效誘因 r

而言，在 增加時，利潤增幅會提高，意涵當工作彼此合作程度越高時，對於



 
 
 
 
 
 

多重誘因機制與組織績效：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 75 

 

組織績效提昇的效果愈好。而升遷誘因 )( BM WW  在 增加時，利潤增幅會降

低，意涵擴大升遷誘因有害合作，當需員工合作的程度 趨近於 1 時，利潤增

幅則趨近於 0。綜言之，當工作是需要團隊合作時，應提高團體績效誘因，而升

遷誘因則需降低。 

上述的分析雖然可看出b 、 r與 )( BM WW  三者與員工工作特性(工作獨立／

合作)間的關係，卻無法分析公司在決定酬勞結構時，個人績效誘因b 、團體績

效誘因 r與酬勞差距 )( BM WW  三者之間的取捨問題。進一步假設公司面對自由

進出和競爭性的產出市場及人力資本市場，使公司利潤為 0，因此，式(12)中的

目標式可設為 0，即 

  0)1(2  BM WPPWrybyy ………………….…………(18) 

由式(18)及 asy  ，將 asyWPPWryby BM  )1(2 代回式

(3)員工的效用極大化目標式中，則式(3)可改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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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求得最適個人努力水準 1* s 。與式(4)比較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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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20)中可知，當公司同時採用個人績效誘因b 、團體績效誘因 r與升遷

誘因 )( BM WW
s

P





時，三種誘因制度具有抵換關係。由於三者皆會增加公司的

酬勞成本，因此，公司會在三種誘因間作權衡，當團體績效誘因 r愈大時，個人

績效誘因b 愈小；同樣的，當升遷誘因 )( BM WW
s

P





愈高時，個人績效誘因b

愈小。例如，當企業為了快速反應客戶需求而將組織調整為扁平化組織時，象

徵著原本在金字塔型組織結構下的升遷誘因下降，若要維持員工相同的激勵因

子，應透過績效誘因作為補償。公司在設計誘因時會權衡各種誘因，當升遷機

會大的員工，公司不需給予太高的績效誘因，反之，若未來升遷機會少，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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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績效誘因予以補償(Baker, Jensen, and Murphy, 1988; Gibbons and Murphy, 

1992)。 

其次，組織位處不同的擴張時期，其升遷機會並不相同。對於快速擴張時

期的公司而言，由於所需的單位據點經理增加，使員工升遷機會自然提高，公

司可適度降低績效誘因；而對於成長停滯，甚至衰退的公司而言，公司可能需

進行部門裁撤或遇缺不補，以致員工缺乏升遷機會，改以績效誘因作為激勵機

制(Gibbons and Murphy, 1992)。 

由於本研究以一家個案公司進行分析，無法驗證不同公司是否在進行酬勞

制度設計時會在兩種誘因間作權衡，因此，對於公司酬勞結構的設計僅作模式

推導，不作實證分析。 

 

肆、研究方法 

一、汽車產業、個案公司與樣本資料 

在汽車產業方面，台灣主要由 12 家汽車製造廠主導新車市場8，汽車經銷多

以品牌專營(exclusive)為主，經銷體系可概分三大類型，包括產品區隔(例如

Mitsubishi)、以地理範圍區隔(例如 Toyota)、自願加盟制(例如 Ford/Mazda)。雖

然各汽車品牌在經銷地域範圍有所差異，然而汽車經銷及維修保養廠「所有權

合一」各品牌則相當一致9。所有權合一的關鍵性原因在於，基於對車主多提供

保固年限的保障，多數新車車主會回原廠作定期保養，因此，新車銷售越好，

保養廠的客源越多。相對的，若維修保養廠能提供價美物廉高品質的維修服

務，越能影響客戶再購率及推薦親友的意願。 

本研究的實證部分個案公司所提供 2001 年至 2004 年，86 家直營經銷營業

                                                       
8 前五大汽車品牌分別為 Toyota、Mitsubishi、Nissan、Ford/Mazda、Honda，大概涵蓋

80%的市佔率。 
9 有關汽車經銷及維修保養業務的合一或分工的各國狀況，可參考 Merchant, Ven der 

Stede, Lin, and Yu (2011)的研究。Merchant et al. (2011)指出，在中國大陸經銷及維修保

養業務採分工方式；而在美國與部分荷蘭經銷商則是二項業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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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與 90 家直營維修保養廠之經營績效、各營業單位之員工績效、酬勞、與基本

資料，進行實證研究。個案公司的組織體系可概分為二，第一，以利潤中心為

導向的營業單位，包括營業處與服務處，營業處負責 86 家營業所，負責新車經

銷業務；服務處則掌管 90 家維修保養廠，提供售後服務、維修、保養與汽車美

容業務。第二，費用中心導向的後勤支援單位，包括管理處與總經理室，提供

財務、資訊、法律、人事等後勤支援，並規劃策略及統籌營運。由於費用中心

無法提供個別後勤單位的財務與績效資料，因此，將管理處與總經理室排除於

研究範圍外。另外，在分析性模型中有關升遷誘因，因為部分變數(例如，升遷

機率)在資料取得上的限制，只作理論模型推導，不進行實證檢定。 

個案公司提供的資料可區分為三大部分，第一，營業所與維修保養廠等營

業單位的經營績效資料。由於汽車經銷與保養業務各月的淡旺季明顯，以年資

料進行分析較為合宜。另外，為消除物價波動對研究結果的影響，以 2002 年為

基期，依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各年財務數據。第二，員工績效酬勞，包括月獎

金、季獎金、年終獎金等，但不包括與當期績效無關的底薪或員工福利。其

中，當估計單位為年資料時，月獎金與季獎金均配合轉換為年資料。第三，員

工基本資料，藉由控制員工的受教育年數、年資與任職地區等，降低因員工背

景不同，對各營業單位經營績效的影響。 

二、變數衡量 

本研究探討多重誘因機制對營業單位經營績效的影響。以下針對應變數、

自變數及控制變數，分別說明如後： 

(一)應變數 

應變數係以每員盈餘(PERFORMANCE)來衡量各營業單位之財務績效。計算

方式為以營業單位「分攤總公司費用前淨利」除以該營業單位員工人數，所獲

得之每位員工創造之盈餘，再取自然對數。Indjejikian(1999)認為評估經營績效

時，應考量各利潤中心之可裁量範圍。由於總公司費用分攤數，非各營業單位所

能控制，故衡量其經營績效時，以「分攤前淨利」較以「分攤後淨利」更合適。

其次，利用平減各單位之員工人數，排除營業規模對營業單位績效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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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變數 

1.績效誘因(PPS) 

Garen (1994)利用模型 Compensation= + Firm income+ 來衡量績效誘因，

其中，應變數為 CEO 的酬勞(Compensation)，自變數為公司淨利(Firm income)，

係數為績效酬勞敏感性(pay-performance sensitivity，簡稱 PPS)，即績效誘因的

代理變數。類似 Garen(1994)的模型，Ittner, Larcker, and Pizzini(2007)的估計模型

為 Compensation= +  Productivity+，應變數為醫師的酬勞(Compensation)，而

自變數為醫師的生產力(Productivity)，係數 為績效誘因的代理變數，即前一節

模型中的個人績效誘因b 。本文依循 Garen(1994)及 Ittner et al.(2007)等文獻，以

績效酬勞敏感性作為假說一與假說二的績效誘因之代理變數。 

根據個案公司主管表示，營業所主要任務是新車銷售，員工可各自獨立工

作，營業所衡量員工個人績效以計算酬勞和獎金，因此，本文利用營業所資料估

計個人績效誘因(PPS_E)，作為假說一的自變數；在維修保養廠方面，工作需多位

員工合作完成(例如，事故車或泡水車需引擎、鈑金、噴漆等，需不同員工共同合

作進行處理)，維修保養廠因衡量個人績效之成本過高，多以團體績效為計算酬勞

的主要依據。因此，本文以維修保養廠資料估計團體績效誘因(PPS_G)，作為假

說二的自變數。其中，PPS_E 係以員工(employee，簡化為 E)為衡量對象；PPS_G

係以團體(group，簡化為 G)為衡量對象。分估計方式說明如下： 

(1)個人績效誘因(PPS_E) 

以營業所員工的績效酬勞金額(ܲܧ_ܻܣ)為應變數，以員工新車銷售台數

的估計係數值߱ଵ為個人績(ܧ_ܧܮܣܵܳ)為自變數進行迴歸分析，自變數(ܧ_ܧܮܣܵܳ)

效誘因(PPS_E)之代理變數。其中，i 為第 i 位員工，t 為第 t 年度。估計模式列

示如下： ܲܧ_ܻܣ௜௧ = ߱଴ + ߱ଵܳܵܧ_ܧܮܣ௜௧ +  ௜௧ߝ
(2)團體績效誘因(PPS_G) 

估計團體績效誘因(PPS_G)是以維修保養廠全體員工的績效酬勞合計數

為應變數；以當年進廠修車台數(ܩ_ܻܣܲ) 為自變數。自變數(ܩ_ܴܫܣܲ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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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計係數߱ଵ為團體績效誘因(PPS_G)之代理變數。其中，i(ܩ_ܴܫܣܲܧܴܳ)  為第

i 家維修保養廠，t 為第 t 年度。團體績效誘因估計模式列示如下： ܲܩ_ܻܣ௜௧ = ߱଴ + ߱ଵܴܳܩ_ܴܫܣܲܧ௜௧ +  ௜௧ߝ
為強化研究的堅韌性(robustness)，採不同資料水準來估計個人績效誘因與團

體績效誘因之代理變數。第一種方法是利用營業區各營業單位之年資料，分營

業區分年估計各營業區的 PPS。此法下，同一營業區內各營業單位有相同之

PPS，各地區的 PPS 不同。第二種方法是利用各營業單位之月資料，按月估計

各營業單位之 PPS，使得各營業單位估計之 PPS 皆不同10。 

2.風險因素-營業收入變異係數(RISK) 

利用歷年的營業收入金額，計算每一營業單位的營業收入變異係數，主要

目的在於衡量營業單位所處環境的風險因素，作為假說三與四之自變數。標準

差與變異數皆可衡量資料變異程度，兩者的差異在於，標準差是的絕對指標，

而變異係數則為相對指標。本研究主要在比較各營業單位的相對風險，因此，

以變異係數來衡量經營環境的風險因素優於以標準差來衡量。 

營業收入變異係數=營業單位營業收入之標準差／營業收入平均數。 

(三)控制變數 

為了控制在酬勞誘因以外因素對經營績效之影響，本文加入營業單位員工

人數(NUMBER)，以控制因營業單位規模不同造成經營績效上的差異。由於工作

經驗的累積可衡量公司專屬人力資本(specific human capital)，加入員工平均年資

(TENURE)、員工平均受教育的年數(EDUCATION)，以控制人力資本不同對經營

                                                       
10 PPS 較理想的估計方式是以營業單位年資料作為衡量單位，然而，因無法取得足夠長

的時間序列資料(time-series data)，過去文獻多改採以群組化(可參考 Biddle and Hilary, 
2006)進行估計，本文第一種方式以營業區進行群組。比較「以營業區年資料」與

「以營業單位月資料」為衡量單位各有其優點。以年資料進行估計，優點是不受季節

性或個別月份因素影響，因此，估計係數會較精確而穩定。後者以營業單位月資料為

衡量單位，所估計個別營業單位之績效誘因，較能精確捕捉個別營業單位在獲得績效

誘因上的差異，但易受銷售淡旺季等因素，影響估計係數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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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的影響。此外，加入地區別虛擬變數(REGION1-REGION5)11，以控制不同

地區競爭程度或城鄉差距的影響；加入年度別虛擬變數(YEAR)，以控制總體經

濟變化對經營績效的影響。表 1 彙總列示各變數之定義、代號及衡量方式。 

 

表 1  變數定義表 

變數定義  變數代號 衡量方式  
每員盈餘  PERFORMANCE 分攤總公司費用前淨利除以營業單位員工

人數後，再取自然對數。 

個人績效誘因  PPS_E 每增加銷售 1 台車，而增加之員工酬勞。 

團體績效誘因  PPS_G 每增加維修保養1台車，而增加之員工酬勞。 

風險因素  RISK 以營業收入變異係數衡量風險因素。 

員工人數  NUMBER 該營業單位之員工人數，再取自然對數。 

平均年資  TENURE 該營業單位之員工的平均年資。 

平均受教育年數  EDUCATION 該營業單位之員工的平均受教育年數。 

地區虛擬變數  REGIONn 地區別虛擬變數，n=1-5。 

年度虛擬變數  YEARy 年度虛擬變數，YEAR2002-YEAR2004。 

 

三、實證模型 

實證研究在探討在不同工作特性下，員工績效誘因對營業單位經營績效的

影響。採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進行迴歸分析，以實證模型

M1 檢定假說一與三，以實證模型 M2 檢定假說二與四。 

(一)員工工作彼此獨立的情況下，個人績效誘因與風險因素對營業單位經營績效

的影響(假說一與假說三) 

由於假說一與三皆在員工工作彼此獨立的情況下，因此，本研究建立迴歸

模型(M1)，同時檢測個人績效誘因與風險因素對營業單位經營績效之影響，其

                                                       
11 包括台北市、台北縣、桃竹苗、台中、嘉南與高屏區等六區，其中營業單位屬台北市

者，REGION1=1，否則為 0；營業單位屬台北縣者，REGION2=1，否則為 0；依此類

推。為避免完全共線，六個區域僅設 REGION1 至 REGION5 等五個虛擬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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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檢定模式12如下： 

it
y

ity
n

itn

ititit

iitit

YEARyREGIONn

EDUCATIONTENURENUMBER

RISKEPPSEPERFORMANC















2004

2002

5

1

321

210 _

(M1) 

其中 

i =第 i 家營業所。 

t =第 t 年度。 

PERFORMANCEit =每員盈餘，營業所 i 在第 t 年分攤總公司費用前淨利

除以營業所人數後，再取自然對數， 

PPS_E it =個人績效誘因，第 i 家營業所第 t 期每增加銷售 1 台

車，而增加之員工酬勞， 

RISKi          =營業所 i 之營業收入標準差/收入平均數， 

NUMBER it        =營業所 i 在第 t 年員工人數，再取自然對數， 

TENURE it      =營業所 i 在第 t 年員工的平均年資， 

EDUCATION it     =營業所 i 在第 t 年員工的平均受教育年數， 

REGIONnit =地區虛擬變數，全國分六區，n=1~5， 

YEARy           =年度虛擬變數，即 YEAR2002-YEAR2004， 

εit               =隨機誤差項。 

 

根據假說一所述，當員工工作彼此獨立時，營業所員工之個人績效誘因愈

高，預期營業單位之經營績效愈好。若假說一成立，則預期模型(M1)中個人績

效誘因(PPS_E)之係數 1 將為正。此外，假說三推論，當風險因素太高時，會降

低員工努力的誘因，進而使營業單位整體之經營績效下降。若假說三成立，預

期營業收入變異程度(RISK)之係數 2 為負。 

                                                       
12 如前所述，本文採用二種估計個人績效誘因與團體績效誘因的方式，當以營業單位為

估計單位時，實證模型中包括 REGIONn ；若以營業區為估計單位時，實證模型則

不包括 REGIO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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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員工工作彼此合作的情況下，團體績效誘因與收入變異係數對營業單位經營

績效的影響(假說二與四) 

假說二與假說四以員工工作需彼此合作的維修保養廠為測試對象，同時檢測團

體績效誘因與收入變異程度對營業單位經營績效之影響。統計檢定模式如下： 

it
y

ity
n

itn

ititit

iitit

YEARyREGIONn

EDUCATIONTENURENUMBER

RISKGPPSEPERFORMANC















2004

2002

5

1

321

210 _

(M2)

 

其中 

i =第 i 家維修保養廠。 

t =第 t 年度。 

PERFORMANCEit =每員盈餘，維修保養廠 i 在第 t 年分攤總公司費用前淨

利除以維修保養廠人數後，再取自然對數， 

PPS_G it =團體人績效誘因，第 i 家維修保養廠第 t 期每增加維

修保養 1 台車，而增加之員工酬勞， 

RISKi           =維修保養廠 i 之營業收入標準差/收入平均數， 

NUMBER it        =維修保養廠 i 在第 t 年員工人數，再取自然對數， 

TENURE it      =維修保養廠 i 在第 t 年員工的平均年資， 

EDUCATION it     =維修保養廠 i 在第 t 年員工的平均受教育年數， 

REGIONnit =地區虛擬變數，全國分六區，n=1~5， 

YEARy           =年度虛擬變數，即 YEAR2002-YEAR2004， 

εit               =隨機誤差項。 

 

根據假說二所述，當員工工作彼此合作時，維修保養廠若團體績效誘因較

高，不但可激勵員工個人努力工作，亦可促進員工之間的相互合作，預期營業

單位之經營績效愈好。若假說二成立，則模式(M2)中之 1 為正。 

與假說三類似，為檢定經營環境上的不確定性對員工努力程度與營業單位

績效之影響，以營業收入變異程度(RISK)作為風險因素的代理變數。當模式(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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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2 為負時，代表假說四成立，意指對於員工工作特性需彼此合作時，風險

因素的增加，使員工努力後獲得酬勞的不確定性提高，因而降低營業單位之經

營績效。 

 

伍、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敍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利用 2001 至 2004 年個案公司 86 家營業所及 90 家維修保養廠之損益資料

及中低階層員工之績效及酬勞資料，檢定四項假說。表 2 敍述性統計量顯示，

每位員工創造的盈餘平均數為 546,000 元，標準差為 228,000 元，顯示各營業

單位的經營績效差異頗大。在員工基本背景方面，員工在公司平均年資約為

7.1 年，平均受教育的年數為 12.5 年，教育程度介於高中／高職與大專之間。

在相關分析方面，採用 Pearson 積差相關與 Spearman 等級對迴歸變數進行相關

分析。由表中整體可初步看出，雖然將近半數之變數彼此均存在顯著相關，但

相關係數值大多低於 0.5。迴歸分析應無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的疑慮。 

 

表 2  敍述統計量與相關分析 

變數名稱 變數代號 
敘述統計量 相關分析 

平均數 中位數 標準差 PPS_E PPS_G RISK NUMBER TENURE EDUCATION 

每員盈餘(仟元) PERFORMANCE 546  504 228          

個人績效誘因 PPS_E 12,215 12,703 3,413  0.00  -0.09  0.05  -0.19 ** -0.22 *** 

團體績效誘因 PPS_G 175 180 47 0.00   -0.02  0.01  0.22 *** 0.14 * 

風險因素 RISK 0.125 0.112 0.086 0.05  -0.05   -0.19 *** -0.34 *** 0.00  

員工人數 NUMBER 17.6 17.0 6.0 0.07  -0.03  -0.14 **  0.03  -0.12 ** 

平均年資 TENURE 7.1 7.1 2.1 -0.19 ** 0.24 *** -0.41 *** 0.01    -0.07  

平均教育年數 EDUCATION 12.5 12.5 0.4 -0.17 ** 0.12 * 0.02   -0.10 ** -0.04     

註：a.資料來源：個案公司所提供 2001 年至 2004 年中低階層員工資料與 86 家營業所與 90 家維修保養廠資

料。觀察值個數為 703 個。 
b.營業單位績效與酬勞資料依主計處公佈 2002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減。 
c.在相關分析中，右上角為 Pearson 相關係數；左下角為 Spearman 等級相關係數。 
d.變數定義： 

PERFORMANCE=分攤總公司費用前淨利／營業單位員工人數，PPS_E=個人績效誘因，PPS_G=團體績

效誘因，RISK=營業收入標準差／收入平均數，NUMBER=員工人數，TENURE=員工的平均年資，

EDUCATION=員工的平均受教育年數。 
e.***表示顯著水準 0.001，** 表示顯著水準 0.01，*表示顯著水準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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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績效誘因對於經營績效之影響 

假說一與假說三係以員工工作彼此獨立之營業所為研究樣本。根據假說

一，當員工工作彼此獨立時，個人績效誘因(PPS_E)愈高，預期會提高員工努力

的意願，使營業單位的經營績效愈好。表 3 採用兩種方式估計 PPS_E，第(1)欄

迴歸結果顯示，以營業所年資料估計 PPS_E 之係數為 0.31，顯著為正(p<0.01)，

與假說一的預期相符。實證結果與代理理論的預期一致，企業給予員工的誘因

越強，越能激勵員工努力，提昇員工個人績效表現，進而增加組織績效。在個

案公司的訪談中，一個區域主管表示，優秀的營業主管要先為員工爭取較高的

績效獎金，才比較有機會提高整體業績。從公司的角度來看，若經銷商能爭取

到汽車製造商的支持，獲得較高的銷售籌碼，經銷商能給旗下各營業所的績效

獎金愈高，則該營業所能分配給員工的獎金總額愈高；從營業主管的角度來

看，若從總公司爭取較多獎金，並將績效獎金分配給員工，就越能激勵員工從

事銷售工作，進而提高營業單位的績效。 

第(2)欄以營業所之月資料估計 PPS_E 之係數-0.04，未顯著異於 0。造成第

(2)欄實證結果與第(1)欄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以月資料進行估計時，因汽

車銷售淡旺季明顯或各月促銷活動不一等因素，使得以第(2)欄月資料所估計的

個人績效誘因估計值較不精確。相對而言，第(1)欄依據同一營業區內所屬營業

所之年資料所估計的 PPS_E，因為以年度資料為估計基準，排除了淡旺季或各

月促銷上之差異，使得係數估計值較精確，進而使假說一獲得實證上之支持。 

假說三檢定目的為：在員工工作獨立之情況下，風險因素(收入變異程度)對

營業單位績效是否呈現負面影響，預期迴歸模式中營業收入變異係數(RISK)之估

計係數應顯著為負。實證結果發現，第(1)與(2)欄收入變異係數(RISK)之估計係

數分別為-1.45 與-1.08，皆顯著為負，且達 5%之顯著水準，支持假說三，即當

員工工作彼此獨立時，收入變異程度愈大，會降低營業單位之經營績效。 

綜合上述實證結果可知，當個人績效誘因愈高時，對員工愈具有激勵效

果，進而提高營業單位的績效；當員工績效成果受外界因素的干擾程度太大

時，使得員工努力後獲得報酬的風險增高，對員工努力的意願具有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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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降低營業單位的績效表現。 

 

表 3  個人績效誘因與風險因素對營業單位績效之影響

(M1)

_
2004

2002

5

1
3

21210

it
y

ity
n

itnit

ititiitit

YEARyREGIONnEDUCATION

TENURENUMBERRISKEPPSEPERFORMANC










  

 假說 預期符號 (1) (2)  
Intercept   13.23*** 16.67***  
PPS_E H1 (+)  0.31**  -0.04     
RISK H3 (-) -1.45**  -1.08*    
TENURE   -0.01    -0.03     
EDUCATION   -0.27*   -0.30*    
NUMBER    0.11     0.22     
REGIONn   - included  
YEARy   included included  
AR1   -0.21**  -0.40***  
1st order autocorrelation -0.04     0.36     
F value   24.30*** 14.14***  
Adjusted R2    0.39     0.51     
DW    2.09     1.93  
註：a.觀察值個數 309 個。 

b.變數定義 
PPS_E =個人績效誘因，其中，第(1)欄以相同營業區內之營業所年資料估計；第(2)欄以營

業所月資料估計。 
RISK=風險因素，營業收入標準差/收入平均數， 
NUMBER=員工人數，TENURE=員工的平均年資，EDUCATION=員工的平均受教育年數， 
REGIONn 為地區別虛擬變數，YEARy 為年度虛擬變數。 

c.第(1)欄之 PPS_E 係以營業區為估計單位，因此，實證模型中不包括地區別 REGIONn 之虛

擬變數。 
d.利用變異數膨脹因素法(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檢測變數間之共線性，VIF 都小於 2，
表示沒有重大共線性的疑慮。 

e.誤差項存在一階自我相關，利用最大概似估計法遞延一期重新估計，經調整後誤差項已無

顯著的自我相關問題。 
f.***表示顯著水準 0.001，**表示顯著水準 0.01，*表示顯著水準 0.05。 

 

表 4 採用二種方式估計團體績效誘因(PPS_G)，第(1)欄迴歸結果顯示，以維

修廠年資料估計 PPS_G 之係數值為 0.28，顯著為正(p<0.001)，與假說二的預期

相符。意指當公司提供的團體績效誘因愈強時，該維修廠之經營績效愈好。第

(2)欄維修廠之月資料估計 PPS_G 之係數值為 0.01，符號雖與預期方向一致，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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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並未顯著異於零，此結果與假說二之預期並不相符。不同衡量團體績效誘因

的方式，使得實證結果出現歧異，主因可能是以年資料較以月資料進行估計，

更為精確。 

 

表 4  團體績效誘因與風險因素對營業單位績效之影響 

(M2)

_
2004

2002

5

1
3

21210

it
y

ity
n

itnit

ititiitit

YEARyREGIONnEDUCATION

TENURENUMBERRISKGPPSEPERFORM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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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說 預期符號 (1) (2) 
Intercept   10.91*** 12.16*** 
PPS_G H2 (+)  0.28***  0.01    
RISK H4 (-) -1.42*** -1.47*** 
TENURE   -0.01    -0.01    
EDUCATION    0.06     0.08*   
NUMBER    0.03     0.03    
REGIONn   - included 
YEARy   included included 
AR1   -0.26*** -0.29*** 
1st order autocorrelation  0.22     0.22    
F value   16.41*** 11.08*** 
Adjusted R2    0.36     0.38    
DW    2.09     2.14    
註：a.觀察值個數 310 個。 

b.變數定義 
PPS_G =團體績效誘因，其中，第(1)欄以相同營業區內之維修保養廠年資料估計；第(2)欄
以維修保養廠的月資料估計。 
RISK=風險因素，營業收入標準差/收入平均數， 
NUMBER=員工人數，TENURE=員工的平均年資，EDUCATION=員工的平均受教育年數， 
REGIONn 為地區別虛擬變數，YEARy 為年度虛擬變數。 

c.第(1)欄的 PPS_G 係以營業區作為估計單位，因此，實證模型中不包括地區別 REGIONn 之

虛擬變數。 
d.利用變異數膨脹因素法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檢測變數間之共線性，VIF 都小於

2，表示沒有重大共線性的疑慮。 
e.誤差項存在一階自我相關，利用最大概似估計法遞延一期重新估計，經調整後誤差項已無

顯著的自我相關問題。 
f. ***表示顯著水準 0.001，**表示顯著水準 0.01，*表示顯著水準 0.05。 

 

假說四主張：當員工工作彼此需合作，風險因素(營業收入變異程度)愈大，

營業單位之經營績效愈差。表 4 所列示之實證結果，第(1)與第(2)欄之收入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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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RISK)係數分別為-1.42 與-1.47，顯著為負，且達 0.1%之顯著水準，支持假

說四，即當員工工作彼此合作時，收入變異程度愈大，會降低營業單位之經營

績效。 

綜合上述實證結果反映：在員工工作需彼此合作的情況下，團體績效誘因

的增加，不但有利於員工投入個人的努力，也會鼓勵員工彼此協助與合作，皆

有助於營業單位績效的提昇。由此可見，當組織內存在相互依存關係時

(organizational interdependence)，組織可利用團體績效誘因作為提昇整體績效的

利器(Bushman, Indjejikian, and Smith, 1995)。在環境干擾因素方面，營業收入變

異程度愈大，愈會干擾員工投入努力後的成果，使員工獲得酬勞的不確定性升

高，進而降低員工努力的意願與營業單位的績效。 

綜合本文實證結果可知，在績效酬勞方面，實證結果支持，在員工工作獨

立的情況下，個人績效誘因愈高，營業單位之經營績效愈好；在員工工作合作

的情況下，團體績效誘因愈高，營業單位之經營績效愈好。在環境特性方面，

不論對員工工作獨立或合作之營業單位而言，收入變異程度愈大，代表員工努

力後獲得酬勞的不確定性增加，降低員工努力的意願與營業單位績效。 

 

陸、結論、研究限制與建議 

代理理論主張組織應將員工的績效與酬勞進行連結，提高員工努力工作誘

因，其中，酬勞的計算基準可進一步再劃分為個人績效或團體績效。競賽理論

則強調透過同事間的升遷競賽，擴大勝負間酬勞差距，鼓勵員工彼此競爭，以

提高組織績效。績效誘因與升遷誘因兩種誘因制度在企業普遍可見，兩者皆以

績效作為酬勞的依據，不同的是，前者可取決於絕對績效，不必與同事作比

較；而後者則是決定於同事競賽的相對績效。由於升遷誘因的性質是相較於同

事的表現，員工為了爭奪獲勝的機會，可能降低對同事的協助努力(Prendergast, 

1999)。因此，當工作需要團隊合作時，宜加強團體績效誘因，以提高同事彼此

協助的努力，緩和同事在升遷競賽中的較勁。由於不同酬勞誘因設計存在優缺

點並存的問題。因此，在設計誘因時，利用個人績效誘因、團體績效誘因、與

升遷競賽等多重誘因，讓員工能既投入有利於自己績效的努力，又願意協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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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讓員工彼此既競爭又合作，以求組織整體績效最大化，成為酬勞誘因設計

最重要的課題。 

本文首先依據代理理論與競賽理論模型，將績效誘因與升遷誘因同時納入

酬勞誘因制度中，以利分析在不同工作特性的情況下，酬勞誘因對於營業單位

經營績效之影響。在績效誘因對經營績效之影響上，理論分析與實證結果發

現：不論個人或團體績效誘因增加，都可提高員工努力的意願，進而提昇組織

經營績效；相對的，當風險因素增加，愈會干擾員工投入努力後的成果，使員

工獲得酬勞的不確定性升高，對員工努力的意願具有負面影響，因而降低營業

單位的績效表現。其次，分析性模型推導中發現，當公司同時採用個人績效誘

因、團體績效誘因、與升遷誘因時，三種誘因制度具有抵換關係。更精確地

說，當公司所提供的團體績效誘因或升遷誘因很大時，即使個人績效誘因非常

低，對員工仍有高度的激勵作用。另外，當員工因升遷競爭而對彼此合作產生負

面影響時，可提高團體績效誘因，以平衡因競賽而削弱同事彼此合作的意願。 

在實證結果部分，利用一家大型汽車公司所提供的 2001 年至 2004 年間的

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結果支持個人或團體績效誘因越高，越有利於提高組織績

效，而收入變異幅度越小，越能降低員工的酬勞風險，改善組織績效。實證結

果意涵，公司設計誘因機制時，需同時考量誘因與經營風險對於員工努力及組

織績效的影響。 

有關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部分，首先是以單一個案公司為研究對象，

易使研究結論之一般化受到限制，針對此限制，本文加強分析性模型推導，以

減輕一般化不足的問題。其次，本文的分析性模型，主要討論貨幣型誘因對員

工產生的激勵效果，未考慮信任、滿足感、或榮譽等非貨幣性誘因(可參考 Choi, 

2014)，未來研究可將實務上常見的公開表揚之榮譽、組織信任氛圍、員工照顧

等非貨幣性誘因納入分析中，使誘因與組織績效間的關連性探討更臻完善。另

外，本研究囿於資料取得上的限制，無法以實際資料驗證多重誘因之間的抵換

關係。以過去文獻而言，Gibbs(1995)的實證研究對績效酬勞與升遷誘因的抵換

關係並不支持；而 Ederhof(2011)的實證結果則支持不同誘因之間具有抵換關

係。未來研究可針對這部分進行深入探討，將對績效評估與誘因設計的文獻有

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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